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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体制的走向 
―制度相似国家之间的分工 

 

 

猪俣哲史（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首席调查研究员） 

 

 

 

 

据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教授理查德・鲍德

温说，国际生产系统由亚洲、北美、欧洲的三极网络构成。也

就是说，全球价值链（GVC＝国际价值连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区域价值链”。这一点在专家之间也有

大致相同的见解。 

那么，后疫情世界中 GVC 的“形式”会是什么样的呢？从

结论来说，GVC 将从亚洲和北美等基于“地理接近性”的网络

转变为基于法律和技术体系等“制度接近性”的国家和地区结

合起来的网络（参照图）。以下，来思考一下其理由。 

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物和服务流动方向的是各

国的比较优势，而决定比较优势的是“劳动、资本（包括人力

资本）、土地（天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持有状况。但是，近

年来，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劳动要素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由于自动机器人、智能传

感器、人工智能（AI）等的引进，生产工序的自动化在大大进步，通过人手劳动的经济价值正

在急速丧失。 

取而代之的是，今后在考虑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最新受到关注的是“制度”这一要

素。例如，关于产品属性，或使用劳动密集型或资本集约型来表述。对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纳森·南（Nathan Nunn）指出，通过复杂的供应链（供应网）生产的产品伴随着各种各样的

交易，也可以称之为“合同集约型”。 

 

要点： 

 比起地理上的距离，制度上的距离更重要 

 在海外发展时重视制度的完善性和亲和力 

 国际分工从全面脱钩走向部分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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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拥有丰富劳动力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一样，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的

高低在合同集约型产品的生产上，会影响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越是法治完善的国家，

生产与复杂交易相关的产品就越具优势，其出口的倾向已经得到实际验证。 

同样，可以认为对知识产权具有妥善保护法律框架的国家，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

势。或者竞争规则、政府采购标准、许可制度等支撑经济活动公平性和透明性的各种制度，也

是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要素。 

另外，某个国家能否加入技术密集型的 GVC，除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资本要素）

和使之运转的技能水平（人力资本要素）之外，该国的技术标准（制度的要素）和世界的技术

系统是否相容也起到关键性作用。有无与国际标准一致的技术规格、技术体系，很大程度上左

右了一个国家在技术集约性产业中的优越性。 

随着对环境保护和公平贸易等企业社会责任关注度的提高，主导企业在供应链的构筑上，

对供应方的环境标准和劳动标准也开始注意。这些制度的成熟度也可以成为决定接受订单国竞

争力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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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考虑国际分工之际制度如此重要呢？其背景是近年来国际关系高度紧张导致经济

环境发生变化。政治动机对经济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资产冻结和技术强制转移等，企业对

于国家的介入总是要把神经绷得很紧。 

在此节点上发生了世界疫情大流行。在世界范围人的活动停止了，在人心惶恐不安和社会

混乱的背景下，以此为藉口，今后很多国家或许会出现加强中央集权化、强权化的倾向。政府

肆意介入商业活动，以及担忧被利用于政治、外交的情况下，国际企业在准入目的地市场之

际，将对该地的各项制度的完善性或与本国商业环境的亲和性作为在海外发展风险评估的重要

指标。 

可以认为随着信息通信服务和物流系统的发展，供应链今后也将继续在地理上的国际空间

发展。另外，受当今疫情大流行所造成混乱的影响，人们强烈意识到将生产功能集中在一个国

家和地区的风险。对于企业来说，分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商是燃眉之急，这也大大推动

GVC 进一步扩大地理范围和多样化。 

但是，这并不是如过去那样源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之间的工资差距因素。倒不如说

是朝着制度框架相同的国家，即“彼此相似，合得来的伙伴”的国际分工体系迈进。 

最后，我想谈谈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如果今后 GVC 在制度框架或目前的形势下按照“经济

体制”发展的话，这暗示着在拥有不同体制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中国，以及其“经济同盟国”

之间供应链的脱钩可能会急速发展。 

再将技术体系的差异包括在内，GVC 还存在着因数字设备（信息差距）引起的分裂的危险

性。这样一来，在竞争体制之间各自发展独自供应链，最后可以想象的是，将会形成各自拉拢

技术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新冷战格局。 

不过，在国际生产分工发展到现在的今天，很难想象会发生全面脱钩。倒不如说会只是在

与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相关的部分，即食品、医疗、能源、信息通信技术等有限领域进行脱钩即

“被管理的部分脱钩”。 

尽管如此，一旦走向不同的发展供应链的路径，要再次接轨将极其困难。特别是在下一代

通信标准“5G”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信息通信领域发生的脱钩对世界经济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此外，能源领域直接关系到环境问题，食品和医疗领域关系到贫困这个全球性课题。如果在这

些最需要国际协调的领域中发生了脱钩，那么国际关注的 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潮流将

会大大后退。 

如果今后跨越国境的交流、知识和信息共享的机会受损的话，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会

显著停滞，迟早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对话和信赖关系断绝，国际局势更是难保稳定。 

这些问题被认为会在不同经济体制混在一起的“亚洲工厂”中很快显现出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1）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对日本在广域贸

易协定中的战略定位也有很大影响。在经济和安全保障两立的同时，如何抑制脱钩呢？支撑战

后亚洲秩序和经济发展的日本的外交能力将受到考验。 

 

 

翻译责任:日本综述。本篇报道首次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20 年 7 月 14 日的专栏《经济教

室》中，题为《国际贸易体制的走向(中)：制度相似国家之间的分工》(日本经济新闻 2020 年

7 月 14 日)。经笔者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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